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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农业政策是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和重要支撑。
构建一个基于政策工具和新质生产力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对 2016 年 1 月—2024 年 6 月期间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 研究发现:从政策工具的视角

看,目前着重采用供给型工具,主要通过技术研发创新和人才建设促进智慧农业发展,而需求型政策

工具使用较少;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视角看,现行政策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中侧重于劳动资料

要素的投入。 基于研究发现,文章建议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目标层面出发,通过出台

专项政策、丰富政策工具等措施,并积极与民营企业开展合作,制定更全面和更均衡的智慧农业政

策,促进智慧农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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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

会时指出,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

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

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

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多作贡献。 智慧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与科技创新深

度融合的新兴领域,正成为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其发展既离不开民营企业的参与创新,也需

要政策的引导与支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国农

业发展面临土地资源有限、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

效率不高等问题,智慧农业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策略,对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具有

重要意义。[1] 智慧农业是一种集高效、优质、低耗等

特点为一体的精准农业生产模式,在种植、管理、采
收、销售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等数智技术,旨在构建一个

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

体系。[2]尽管我国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开展了系列

部署,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等问题,发展进程

仍相对滞后,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预期还存在一

定差距。[3]

2016 年“智慧农业”概念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

件,同时被确立为“十三五”农业现代化重大工程之

一。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

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有力

支撑。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
些政策在支持智慧农业建设方面各有侧重,大多围

绕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研发、技术应用示范等

劳动资料领域的拓展和升级展开。[4] 以科技创新驱

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以及新型劳动资料

三者“量”和“质”的优化组合,即新质生产力,代表

了生产力的现代化。[5] 智慧农业正是新质生产力在

农业领域应用的体现。[6] 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

企业座谈会上强调的“不断完善劳动、人才、知识、
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管理、保护机

制”相契合,也是推动这些生产要素在农业领域实

现高效协同运转的具体实践路径。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对智慧农业政策的

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从不同维度对国内外智慧

农业的先进政策经验进行了探索性研究[7-9] ,但对国

家政策的行动方向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关注较

少,尤其是缺乏对我国智慧农业政策的深入量化分

析。 从政策视角来看,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供给侧智

慧农业政策体系的具体实践,如农机财政补贴[10] 、
技术研发创新[11]等,而对于涵盖智慧农业需求型工

具和环境型工具的政策研究还不够充分。 因此,本
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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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三个目标层面出发,构建“政策工具—新质生产

力”二维框架分析我国实施智慧农业战略的实践路

径与内在逻辑,剖析智慧农业政策工具选择组合特

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全面实施智慧农业提供

科学的政策理论分析框架,推动智慧农业进一步有

效实施。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学界已对智慧农业展开了大量研究,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智慧农业的

内涵和特征的分析和探讨,学者们分别从技术视

角[12] 、经济学视角[13] 和产业链视角[14] 对智慧农业

展开研究,指出智慧农业的深刻内涵和主要特征是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全产业链进行数字化

转型,以实现智能化生产、网络化经营、数字化管理

和精准化服务。 二是对智慧农业的发展态势进行了

推演和梳理,发现我国智慧农业存在信息化建设不

足、科技创新欠缺、可持续基础薄弱、农业劳动者知

识水平普遍较低等短板[15] ,有必要重点关注政策、
资金、科技、人才等关键影响因素[16] ,通过制度政策

完善、教育培训强化、科研体系健全等路径推动智慧

农业高质量发展[17] 。 三是分析国际上智慧农业发

展的成功经验,总结智慧农业发展的经验启示和对

策建议[18-19] 。
国内学界对智慧农业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但对智慧农业政策的分析仍然较少,已有研究主

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从不同视角梳理国际先进经

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政策建议。 譬如主张从国家

战略层面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关键技术的创新,加大

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在农业领

域的创新投入和研发应用[7] ;提供智慧农业相关技

术产品购买补贴,提高受众群体参与积极性[8] ;从加

强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智慧农业开源平

台等方面入手,完善智慧农业基础建设[19] 。 二是探

析国内政策的演进逻辑,对我国智慧农业政策体系

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构建路径进行分析。 冯献等

(2022) [4]研究指出我国智慧农业政策取向呈现出由

“强基础”转向“重应用”、由“汇聚部门数据” 转向

“数据驱动决策”的演变特征,已有政策在支持智慧

农业发展上具有连续性。 谢炜聪等(2022) [10] 通过

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与智慧农业体系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发现购置补贴

政策在农机远程调度管理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张

太宇等(2021) [11] 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对智慧

农业发展与财政政策工具的内在关联机制进行理论

分析,发现财政政策支持智慧农业发展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紧迫要求。 三是分析不同类型政策工具

的作用机制及效果。 田进等(2018) [20] 将农业科技

创新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类

别,分析了不同政策工具在研究开发、成果示范、推
广产业化三个不同农业科技创新阶段中的作用。 邢

瑞淼等(2020) [21] 从知识产权视角出发构建了种业

政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对现行有效的种业政策进行

计量分析,明确了我国种业发展存在育种技术研发

创新能力低、企业创新参与度不高、生物育种知识产

权保护不足等问题。 李惠等(2023) [22] 基于创新价

值链视角分析了 2011—2021 年间我国智慧农业政

策工具选择组合特点,并建议在政策制定实施时优

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结构、提高需求型工具应用

比例、加大供给型工具执行力度。

二、基于政策工具的智慧农业政策分析框架

(一)X 维度:智慧农业政策工具

　 　 在公共管理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公共管理主体

的日益增多和公共政策的日益复杂化,政策工具逐

渐成为政策研究领域中的核心研究工具。[23] 政策工

具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为确保政策落地而采取的一系

列手段策略。[24] 在外部特征上,政策工具具有层次

性和结构性,在内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和重

合性,其整体共同形成系统的政策工具。[25]政策工具

分类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 Saviolidis
 

等(2020) [26]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将可持续粮食消费政策

工具分为直接活动准则型、市场型、知识型、治理型

和战略型;二是 Elmore(1987) [27] 基于政策目的将政

策工具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变革

型和劝诫型;三是
 

Rothwell(1985) [28] 认为政策工具

影响具有层次性,因此将其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与

环境型三个层次。
这些分类有各自的特征和优势,且具有一定的

交叉和重合。 本文结合我国智慧农业政策文本表

述,借鉴 Rothwell 的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
环境型、需求型三类,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
Rothwell 的政策工具框架划分标准清晰,类别简洁,
更适合国家及部委政策文本分析化繁为简的需求;
其二,供给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助力“技术研发”与

“设施建设”,需求型工具推动“示范推广” [29] ,与

2016 年后形成的 “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示范推

广”政策链条相吻合。 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

工具通过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为智

慧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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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为智慧农业的规

范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需求型政策工具为智

慧农业的推广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 政策工

具具体界定见表 1。

表 1　 政策工具的类型、具体措施及定义

政策工具类型 具体措施 定义及举例

供给型

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平台建设

财政补贴

技术研发创新投入

人才建设

加强地方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如农村流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信息通信
设施等。
促进该领域、该行业平台建设,如优化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数据库和农田建
设监管信息平台等。
政府对以智慧农业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各类补贴和优惠,如重大品
种研发补助政策等。
政府直接或间接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如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农机装备研发应用等。
加强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培训一大批懂技术的高
素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环境型

动员鼓励

目标规划

法律法规完善

体系机制建设

金融支持

策略措施跟进

政府加强宣传引领,如鼓励使用智能、绿色、高效的农业机械等。
政策执行需要达到的成果预期,如在××年达到某种规模等。
颁布、修订法规制度,依法依规采取行动进行监督或管理,如建立严格的耕地
质量保护制度等。
完善相关体系和制度建设以保障智慧农业发展,如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制
定农产品质量标准等。
完善智慧农业金融支持政策,如提高智慧农业相关项目建设的整体授信额
度等。
采取针对性的策略和措施保障智慧农业项目应用落地,如实施“数商兴农”和
高效节水灌溉等。

需求型

示范推广

合作交流

以智慧(数字)农业技术为重点的推广和应用,如开展智慧农(牧、渔)场建设、
智慧农机应用示范等。
依托互联网推动智慧农业与乡村服务、在线旅游、农村电商等深度融合与交
流,如建立合作基地等。

(二)Y 维度: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仍然属于生产力的概念范

畴,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而是相对于

产业革命和社会科技大变革的划时代先进生产

力。[30]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了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因

此,新质生产力必须依托新理论、新技术特别是颠覆

性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以科技创新驱动新型劳

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以及新型劳动者三者“量”
和“质” 的优化组合。[5] 具体包括农业及其关联产

业链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对象的拓展和升级,
供应链劳动资料的更新或迭代。[31] 智慧农业是依

托科技创新催生而来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
在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因此,本
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将智慧农业分为劳动力、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构成要素,具体界定见

表 2。

表 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智慧农业的构成要素

维度 具体内容

劳动者 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简称“乡村 CEO”)、“懂技术”“数字工匠”。

劳动对象
(天然的 / 经过劳动加工过的)

盐碱地治理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退化耕地治理、土壤有机质提升、耕
地种养结合、耕地配套灌排工程建设。
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农产品品质优化。

劳动资料
智能农机装备、农业大数据平台、智慧物流体系、农业基础设施网络、农产品加工设备智
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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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农业政策量化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对新质生产力和政策工具相关主题文

献的梳理,最终形成了如图 1 的二维分析框架。 本

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智慧农

业不同构成要素的政策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进一

步探讨相应的优化方法,并提出政策建议。

图 1　 智慧农业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

三、智慧农业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一)政策文本来源与选取

　 　 考虑到智慧农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具有阶段性特

征,为确保研究聚焦于智慧农业专项政策体系的演

进过程,本文以 2016 年首次将“智慧农业”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为起点,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期间政府颁布的智慧农业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

象。 样本来源为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人民政府网站公开发布的信息,并根据以下

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1)政策文本与智慧农业密

切相关;(2)发文单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 3) 选

取的政策文本包括法律法规、条例、纲要、规划、办
法、意见、通知等体现政府政策的文件,其他文件不

计入政策文本;(4)政策发布时间为 2016 年 1 月至

2024 年 6 月。 依据以上原则,最终选取有效政策文

本 86 份。

(二)智慧农业相关政策基本情况

　 　 本文通过对政策样本中与智慧农业密切相关的

文本内容进行编码,涉及新质生产力三个不同构成

要素,编码参考点分布见表 3 所示。 编码结束后借

助 NVivo11
 

Plus 软件的“编码比较”功能进行一致性

检验,并采用 Kappa 系数加以表征,从而检验研究的

信度。[32]本文通过邀请另一位研究员从政策文本中

随机抽取 1 份文本进行重新编码,运用 NVivo 中的

编码一致性检验功能计算得出 kappa 系数范围在

0. 9—1 之间,因此认为本文的编码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表 3　 编码参考点分布

政策工具类型 具体内容
新质生产力

劳动对象 劳动者 劳动资料
总计

供给型工具

财政补贴 8 6 16
基础设施建设 6 1 27

技术研发创新投入 24 2 65
人才建设 0 64 1

信息化平台建设 5 1 33

259(54. 5%)

环境型工具

策略措施跟进 19 2 13
动员鼓励 3 8 15

法律法规完善 6 1 3
金融支持 0 5 8
目标规划 0 2 10

体系机制建设 6 9 47

157(33. 1%)

需求型工具
合作交流 0 0 8
示范推广 4 5 42

59(12. 4%)

合计 81(17. 1%) 106(22. 3%) 288(60. 6%)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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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从表 3 中编码参考点的分布来看,政策工具的

使用以供给型工具居多,占 54. 5%,环境型和需求型

政策工具分别占 33. 1%和 12. 4%,呈现“供给面>环
境面>需求面”的特征,三类政策工具的具体内容占

比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知:供给型工具中使用频

次最高的是“技术研发创新投入”,该内容下劳动三

要素之和占整个供给型工具劳动三要素之和为

35. 1%;环境型工具中使用最多的是“体系机制建

设”,占比 39. 5%;需求型工具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示范推广”,占比 86. 4%。 可以看出,政策工具使用

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
供给型工具侧重技术研发创新投入与人才建

设,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遥感传感技术、大数据技

术等不断向现代农业深度渗透,科技要素对智慧农

业发展的推动效果显著。 智慧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

技术创新,还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33] 供给型政策

工具通过教育和培训补贴,激励农业从业者掌握现

代农业技术,从而培养技术与管理兼备的人才,为智

慧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在供给型工具中,“财政补贴” “基础设施建设” 和

“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使用频率相持平。 因此,可以

适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平台建设的财政投

入,为智慧农业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环境型工具中,“体系机制建设”的使用频率最

高,这反映出在促进智慧农业发展中,优化服务体系

和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正逐渐被认识到。 然而,
相比之下“目标规划”在智慧农业中的作用尚未得到

充分重视。 研究表明,良好的目标规划对于营造有

利于智慧农业推进发展的政策环境至关重要。[22] 因

此,应当充分挖掘目标规划作为政策手段的潜力,明
确智慧农业发展的长远愿景和阶段性目标,以确保

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相较于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

工具相对不足。 其中,以智慧(数字)农业技术为重

点的示范和推广应用劳动三要素之和占整个需求型

工具劳动三要素之和的比高达 86. 4%。 高示范推广

占比显示了我国智慧农业尚处于“试点验证—模式

总结—初步复制”的起步阶段,精细化的政策引导

还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建立示范工程来带动

整个行业的增长。[34] 这种以点带面的战略,虽然在

短期内能够迅速展示智慧农业的潜力和成效,但也

暴露出在长期发展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示范工程

往往集中在特定区域或特定技术领域,可能无法全

面覆盖智慧农业的各个方面,从而限制了整体的发

展潜力;其次,示范工程的推广可能缺乏持续性和

深度,一旦示范工程的初期效应减弱,如果没有持

续的政策支持和市场激励,智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可能会遇到瓶颈。 因此,为了确保智慧农业的长期

健康发展,有必要加快促成高质量的农业国际合作。

(四)政策工具—新质生产力维度分析

　 　 从政策工具—新质生产力视角看,政策工具集

中体现于劳动资料要素中。 一方面劳动资料作为生

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质量和效率直接

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5] 另一方面,在现代农

业体系中,劳动资料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丰富和

扩展,它不仅涵盖了基础的农具和机械,还包括了先

进的信息技术、智能化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现代

技术要素。 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结合决定了其可

能产生的影响[36] ,鉴于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尚未成

熟,需要供给型工具在推广智慧农业进程中提供充

足的前期基础支持,以允许市场力量和技术创新在

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直击智慧农业发展中

资源配置不足、信息流通不畅、资金支持有限、技术

创新缓慢和人才短缺的核心痛点[37] ,以致于在各构

成要素中供给型工具的占比都较高,见图 2。 如图 2
(a)所示,劳动者要素中供给型工具占比达 70%,主
要集中于“人才建设”(64 条编码),反映政府通过职

业培训等方式提升新农人数字技能的政策导向,但
需求型工具仅占 5%,表明市场主体对劳动者的吸纳

激励不足。 图 2( b)显示劳动对象要素中环境型工

具占 42%,尤以“策略措施跟进” (19 条编码)为主,
对应实施“数商兴农”、高效节水灌溉等针对性的策

略和措施以保障智慧农业应用落地,但供给型工具

中“技术研发创新投入”仅 24 条编码,反映前沿育种

技术(如基因编辑) 的政策支持力度仍弱于制度规

范。 图 2 ( c) 中劳动资料要素的供给型工具占比

49%,集中于“技术研发创新投入” (65 条编码) 和

“信息化平台建设” (33 条编码),与 2016 年后政策

形成的“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示范推广”链条相契

合。 但环境型工具中“目标规划”仅 10 条编码,暴露

出长期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设计不足。 政策工具作为

执行政府意志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在使用中应当相互

结合发挥整体效用[38] ,因此除了供给型工具,其他类

型的政策工具也应嵌入新质生产力各个要素。
在劳动者要素方面,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作

为劳动者的一部分,其科技素质和经营能力相对较

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化发

展和智慧农业的提档升级,供给型工具的高效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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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政策工具占比

此阶段得以凸显。[39] 智慧农业的主体是劳动者,实
现农业现代化、智能化的重点在于加强智慧农业和

数字乡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培训一大批懂

技术的高素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由于当前劳动者

在科技应用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政府引

导和政策干预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提供财政补贴等

激励措施可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采用新技术

和改进管理方式时的经济负担。
在劳动对象要素方面,不论是天然的劳动对象

(如盐碱地、农田)或是经过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

(如农作物种子、食品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的原料或

原材料),农业新科技都是支撑其拓展和升级的原动

力,包括种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良品种选育推

广、农产品品质提高等。[40] 因此需要多种政策组合

共同发挥作用,强化供给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的功

能,升级智慧农业的运行环境和资源配置,拓展新的

涉农业态,如细胞工厂、人造食品等,推动农业第一

产业属性向第二、三产业延伸。
在智慧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链的运行中,劳动资

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劳动者通过运用

先进的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施加作用、产生影响,
甚至实现对其的变革,其产生的变革效应对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有着巨大影响,是政策重点作

用的对象。 但目前智慧农业发展中存在资源配置不

足、信息流通不畅、资金支持有限、技术创新缓慢等

因素的限制,使劳动资料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受阻。
因此,需要多种政策组合共同作用,促使农业前沿科

技的研究不断创新,促进政策支持和科技创新的整

合应用。[41]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得出三点结论。 一是我国

目前以智慧农业为主的相关政策内容呈现跨领域分

散特征,主要分散在数字乡村、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现代化等政策文件中。 二是政策工具维度中,供给

型工具在“技术研发创新投入”和“人才建设”领域

形成显著政策聚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智

慧农业呈现出政府主导的技术推动型发展模式;需
求型工具整体使用不足,主要通过示范和推广来引

导智慧农业的实践和应用。 三是新质生产力视角下

智慧农业要素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政策工具在劳

动资料维度的配置强度显著高于劳动者和劳动对

象,这可能导致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脱节,从而制约

智慧农业的全面发展。

(二)政策建议

　 　 首先,有必要深入研究并制定以智慧农业为核

心内容的专项政策框架。 鉴于当前在智慧农业的实

施与推进中尚缺乏系统完善的政策体系,以及智慧

农业的主体责任界定和指标体系设定尚待明确,相
关部门需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指导和规范智慧农

业的资源配置、资金运用、技术应用等,包括但不限

于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智能农机设备的运用、农业信

息化管理等,以确保智慧农业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
智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

向,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的创新机制与市场敏锐度,
在技术研发、数据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具备显著优

势,是推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具体作

用如下。 一是协助政府明确分阶段量化发展目标。
民营企业可结合智慧农业发展现状,提出智慧农业

核心技术自主化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工具

普及率、智能装备田间作业覆盖率等阶段性量化目

标,为地方政府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参考依据,助
力其将相关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二是推

动校企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鼓励民营企业与科

研院所、高校开展合作,联合申报智慧农业领域科

研项目。
其次,从智慧农业全产业链视角丰富政策工具

箱,构建“产前—产中—产后”协同的政策工具组合。
当前政策工具存在供给型主导的特征,所以本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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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保持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供给型工具力度的

同时,强化环境型工具在质量标准制定、市场监管等

方面的应用,尤其在产后流通环节加大需求型工具

创新,具体可分三个维度推进:产前环节(劳动对象)
通过供给型工具强化智能育种补贴政策,同时建立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型政策框架;产中环节(劳

动资料)采用环境型工具制定农业物联网设施建设

标准,配套财政补贴推进智能农机装备普及;产后环

节(劳动成果转化)创新需求型工具促进智慧物流发

展,如通过政府采购支持冷链物流智慧监测平台建

设,并运用环境型工具制定农产品电商质量追溯

标准。
最后,基于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劳动者、劳动对

象、劳动资料三个核心要素制定智慧农业政策。 本

文发现,智慧农业政策目前多聚焦于劳动资料的现

代化,即农业生产工具和设施的拓展和升级,而对于

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关注相对较少。 这种不均衡可

能导致政策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方面的局限

性,因为智慧农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物质技术条件

的优化,还亟须重视对新农人的培养及对农业对象

的智能化管理。 民营企业属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农业产业链延伸、技术创新

和市场开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营企业对劳动者

要素的赋能,本质上是通过技术渗透与商业模式创

新来重构农业生产关系。 当劳动者掌握数字化工具

并深度参与智能决策系统,其角色从传统农业中的

“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数据决策参与者”。 这种“技

术赋能”使劳动者的主体性在智慧农业场景中得以

重塑。 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个体生产效能,更通过民

营企业搭建的产业生态形成“示范效应”。 最终实现

智慧农业发展中劳动者要素的系统性升级。 鉴于

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采取措施激励农户积极参与

智慧农业实践,通过培训、技术与资金支持,提高其

在智慧农业中的参与度。 同时倡导包括科研机构、
民营企业及社会组织在内的多方参与,共同构建一

个“政策引导—企业创新—市场应用”的智慧农业发

展模式,以有效整合资源,提升政策执行的成效,推
动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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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policy
 

serves
 

to
 

guarantee
 

and
 

provide
 

vital
 

support
 

for
 

the
 

ad-
v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s
 

well
 

as
 

the
 

realization
 

of
 

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us,
 

a
 

two-dimensional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policy
 

tools
 

and
 

new
 

quality
 

pro-
ductivity

 

has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ding
 

and
 

analyzing
 

the
 

policy
 

texts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
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State
 

Council
 

during
 

the
 

period
 

from
 

January
 

2016
 

to
 

June
 

2024
 

in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policy
 

tools
 

predominantly
 

concentrate
 

on
 

supply-based
 

instruments,
 

particularly
 

those
 

pertaining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Conversely,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re
 

less
 

prevalent.
 

In
 

terms
 

of
 

el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current
 

policies
 

focus
 

more
 

on
 

the
 

input
 

of
 

labour
 

means
 

in
 

the
 

promo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more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so
 

as
 

to
 

ensure
 

the
 

long-
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mart
 

agriculture.
 

To
 

achieve
 

this
 

goal,
 

special
 

poli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the
 

policy
 

tools
 

should
 

be
 

enriched
 

at
 

three
 

levels,
 

that
 

is,
 

labors,
 

labor
 

objects,
 

and
 

labor
 

means,
 

and
 

coope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smart
 

agriculture;policy
 

tools;policy
 

texts


